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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对欠发达地区脱贫群体
生计可持续的影响研究
———基于货币效应与非货币效应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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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作为脱贫巩固的治本之策,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在增产增收、阻隔贫困代际

传递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各类教育对于欠发达地区各收入层级脱贫群众的生计稳定作用还未得到

证实。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探索中国减贫战略前瞻,基于已有教育减贫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分

位数回归、逻辑回归方法,从货币效应和非货币效应角度探讨教育对增加脱贫家庭生计来源以及降低其生

计风险的贡献。实证结果表明,教育对拓展脱贫户生计来源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其中,高等教育、继续教

育对所有收入层次的脱贫户家庭增收均具有正向作用,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对较低收入水平的

脱贫户家庭的生计贡献更为显著;受教育程度提高可抵消年龄增长对生计稳定的负面影响,并使得脱贫户

从事风险预防活动和使用卫生设施的倾向性显著增加,进而降低生计脆弱性。这将为中国后2020时代减

贫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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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反贫困是世界永恒的主题。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减贫

进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使得8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2021年7月1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1]。但与此同时应当认识到,当前中国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脱贫群体返贫风险依然严峻[2],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

艰巨,在政策逐渐脱钩后如何保障脱贫户依靠自身条件实现稳定生计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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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时期的焦点问题[3]。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脱贫攻坚一定要扭住精准,更加注重教

育脱贫,更加注重提高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完成2020年战略目标只是扶贫工作的阶段性目

标,中国的扶贫任务远没有结束,要真正实现“真扶贫、长久脱贫”,必须建立有内生动力、有活力,

能够让贫困人口自己劳动致富的长效机制,注重贫困群众的后续发展[4]。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教育扶贫作为摆脱贫困的治本之策,是造血式扶贫开发的核心任

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其基础性和生产性作用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论

证[5-6]。随着我国教育脱贫巩固投入力度的持续加大,我们不禁要问各类型教育对脱贫户可持续

生计影响程度如何,不同收入层次的脱贫户群众的教育回报是否有所差异? 在何阶段加大教育

投资力度才可使得教育脱贫产出最大化,切实提高脱贫户生计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对于上述

问题的探索,有助于揭示现阶段各类型教育助力脱贫巩固的实际效果和侧重点,为接续推进巩固

拓展脱贫成果、实现高质量可持续脱贫提供参考借鉴。而当前,鲜有针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基于

以上背景,本文以脱贫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各类型教育对于提高脱贫群众生计来源以及降低其

生计风险的货币效应和非货币效应,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前研究不足,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阻断反复扶贫与阶段性扶贫,为各级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文献回顾

可持续生计理念(SustainableLivelihood,简称SL)是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首
先提出的,认为可持续生计就是人们为了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必须保证对财产和资源的拥有量

以及收入活动的保障,并且在谋生阶段要储备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和现金,以保障将来优质的生

活,让生活得以继续。Chambers和Conway[7]从综合性角度定义了家庭层面的可持续生计,认为

“生计包括能力,资产以及生活所需要的活动;生计是可持续的,可以应对压力和从冲击中恢复过

来,维持或提高其能力和资产,并为下一代提供可持续的生计机会,并为其他生计带来长期和短

期净收益”。《哥本哈根宣言》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生计对于减贫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意义,将
可持续生计表述为只有让所有的人自由地择业或者工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稳定的收入,让
生活得以继续,即生计可持续。Scoones[8]将生计定义为资产以及获取资产的活动及其所需要的

各种能力的组合,它具有应对外来风险和冲击或者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即使受到冲击也会很容

易恢复过来,又不对自然资源基础造成破坏,并且能够维持或提升资产的拥有量,这种生计方式

就是具有可持续性的。DFID[9]强调生计结构和过程的转变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重要途径,认为

人们要获得积极生计成果,必须有不同类型的资本(包括物质、自然、金融、社会、人力资本),这五

类生计资本被认为是个人或家庭生活水平的支撑[10]。

大量研究表明,贫困往往与教育水平滞后相关联,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是导致贫困人口脱

贫能力较弱、生计无法持续的最重要因素[11-13]。通过教育增加贫困人口知识、技能、经验和信息,

被认为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最直接有效途径,有助于提高劳动力素质,激发内生潜力,增加收

入[14],从而消除贫困[15]。教育对于可持续生计的保障作用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教育可直接

扩容个体知识存量,从而提升自身职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获取较好的就业机会,为自身带来更

高的报酬回报,是增加金融资本存量的直接办法[16-17]。其次,教育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有助于树立

信心,减少社会排斥,提高社会融入和适应能力,缓解弱势群众所遭受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福利等多重不利境遇,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和恶性循环[18-19]。此外,教育所带来的劳动技能的提升

可与物质资本形成“资本-技能互补性”[20-22],克服物质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从而实现人力资本

与物质资本的共同积累[23]。此外,受教育程度的个体差异能够显著影响自然资本利用率[24]。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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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承担着接受和使用农业科技的任务,文化科技素质较高的农民

具有较强的科技意识和学习能力,容易接受新知识、新方法、新技术,能够掌握现代化生产工具的

操作技术、及时捕捉市场信息,是农业技术推广的受益者[25],能够有效增加农业产出,有利于土

地利用效率的提高[26]。最后,父母受教育水平以及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能实现收益的代际转

移[27],其收益主要表现为子女生计资本存量优化,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增加,信息渠道增多,社会

地位提升,健康状况改善,劳动力素质提高,既体现为社会的水平流动,也体现为社会的垂直流

动,最终实现子女及整个家庭的生计可持续,从源头遏制贫困代际传递。

上述国内外文献梳理表明,现有研究已认识到教育对于增收减贫和可持续生计的重要作用,

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在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大多基于综合教育或某一类教育而展开,同时

关注各阶段教育并从货币效应和非货币效应两方面讨论教育对于可持续性生计影响的研究并不

多见;其二,在研究对象上,现有研究主要着眼于贫困人口的生计状况,而对于已经脱贫群体的可

持续生计研究仍处于空白。基于此,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位数回归方法

(QuantileRegression)和Logit回归方法,构建货币模型和非货币模型,探讨各类型教育对脱贫

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框架

1.教育对于可持续生计的货币效应

基于“收入贫困”定义,可持续生计的最直观表现为个人或家庭的总收入能够维持基本的生

存活动需求。因此,作为家庭重要的生计来源,收入对于脱贫户家庭整体生计的稳定性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28]。教育对于可持续生计的货币效应表现为收入的增加,其促进作用可通过直接和

间接两种方式进行。直接增值即通过教育提升个体综合素质和知识技能,从而推动人力资本存

量的自主积累,提升劳动生产率,拓宽稳定就业渠道,发挥自身主体价值,激发其内在造血潜力,

有效促进收入增加,进而改善生计条件,生计条件的改善会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带动人

力资本的更新和优化,形成收入增长良性循环。间接增值即通过人力资本对其他生计资本进行

优化配置,以实现家庭整体收入的增加。人力资本对其他形式的资本具有支配和推动作用,高人

力资本者更容易获取到新的社会资源、联系到更高地位的网络成员并扩大自己的网络范围,提高

社会交往的深度与广度,深化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增加社会资本积累量[29]。社会资本拥有

保障支持功能,其“资源俘获效应”有助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创造、积累与提升,调高人力资

本的回报收益率,而人力资本是改善生计脆弱性、促进减贫增收、提高生计资本转换率的重要催

化剂,二者合力促使资本之间的组合不断优化,使潜在的经济资源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实现资

本转化和资本增值,从而影响脱贫户经济地位以及家庭收入[30]。

2.教育对于可持续生计的非货币效应

可持续生计的实现不仅有赖于稳定的生计来源,更需要提高自我保护生计的能力[31],减少

生计脆弱性,以抵御各种生计风险冲击。脆弱性是贫困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返贫的重要原因之

一[32],贫困的风险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缺乏避免遭受风险冲击以及抵御风险冲击

的能力;其二,缺乏从不良冲击影响中恢复的能力[33]。近几年,尽管我国脱贫攻坚持续纵向推

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完善,但由于农户传统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陈旧落后,农
户脆弱性程度较高[34],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相比于自然灾害风险,“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

逐年攀升,由2013年的占比42.2%提高至2015年的44.1%,近2000万人口因病返贫,健康资本

的缺失已成为我国农村地区致贫返贫的首要因素[35]。在当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1200多万

家庭中,患大病、重病的约有330万人,患长期慢性病的约有400万人,其中15~59岁劳动年龄

段的患者占41%。上述家庭中,33%是由于疾病影响劳动力导致贫困,12%是由于“灾难性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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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或大额医疗费用导致了贫困发生。
因此,本文认为教育对于可持续生计的保障作用不仅反映在收入的增加,也体现为个体思想

观念的转变,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卫生环境,购买健康保险,进行健康投资和疾病预防,从而减

少疾病风险和大病支出[36]。进行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收益是获得健康,而健康是其他各种

资本获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保障,健康劳动力是维持并提高家庭生计的重要支柱,“疾病”时间的

减少和生命的延长能提供更多的工作时间,更健康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使得每个工时的产出增

长,增加了向其他形式资本投资的经济刺激,从而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正向的外部效应。

三、方法选择与模型构建

(一)货币模型构建

一般来说,在常规的线性回归模型中,着重考察的只是自变量x 对因变量y 条件期望的边际

影响E(y|x),但其分解得出的结果只能描述平均的概念,若条件分布不对称,则条件期望E(y|
x)无法准确反映条件分布全貌。此外,传统的均值回归由于最小化的目标函数为残差平方和

∑n
i=1e2i,因而极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在现实情况下,决策者更关心的是政策的“分配影响”,即

自变量x 对整个条件分布的影响,而平均估算可能会掩盖其中关键的异质性[37]。为此,Koenker
和Bassett提出分位数回归方法(QuantileRegression,简称 QR),使用残差绝对值的加权平均

∑n
i=1|ei|作为最小化目标函数。该方法基于因变量的条件分布拟合自变量的线性函数,当分位

数取值0—1时可得到所有因变量在自变量上的条件分布轨迹,是在对一个数据集合中分布在不

同位置数据点进行研究时的良好选择。综上,本文采取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教育对于可持续生

计的影响。

教育回报可以反映出不同教育程度人群的相对稀缺程度,基于经典的明瑟收入决定函数,本
文货币模型扩展了与个人家庭特征有关的其他因素。由于教育所带来的收益并不仅仅体现在劳

动收入上,因此本文选用家庭整体收入来体现家庭生计状况。本研究采取的半对数货币模型为:

lnYi=f(Si,Xi,Zi)+ui (1)

其中,lnYi 是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S 为户主受教育年数,X 是户主i的特征向量,Zi 是家

庭特征向量,u是随机误差项。方程(1)可从户主受教育年限整体水平(如方程2所示)和分项教

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职业教育、就业培训)回报率(如方程3所示)两方面估算教育

对生计(家庭收入)的影响,为了克服脱贫户的异质性影响,设置户主特征变量为:

lnTHAIi=β0+β1Schooli+β2Agei+β3Age2i +β4Femalei+β5Childreni+β6Rurali+u1i (2)

lnTHAIi=α0+α1PRIM +α2JHS+α3SHS+α4TER+α5CEDU+α6TRA+α7Agei

+α8Age2i +α9Femalei+α10Childreni+α11Rurali+u2i (3)

  其中,lnTHAI是家庭年人均收入的对数,School是户主受教育年数,Age是户主的年龄,

Age2 为户主年龄平方,Female代表户主为女性,Children 即家庭拥有的15岁以下儿童数量,

Rural为到中心城镇便捷程度较低家庭,PRIM 为具有小学教育的户主,JHS 为拥有初中教育

水平,SHS 为高中教育,TER 为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CEDU 为高等职业教育,TRA 为就业

指导和培训,u为随机误差项,i=1,2……N。
为了避免潜在的偏误,方程(2)和(3)中因变量lnTHAI 是脱贫户家庭整体收入,而不是

Mincer工资函数中的个人工资。此外,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可能还受到家庭背景、个人能

力等因素作用,父母教育及职业会对子女社会获得产生显著影响,低收入家庭的资源匮乏会使得

子女无法获得足以跳出贫困陷阱的人力资本,贫困的代际传递由此形成。除了家庭、社区特征

外,还要考虑适当的变量来识别未观察到因素的影响,以免测量误差。除能力问题外,个体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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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受教育年限可能与其预期的收入有关。较高收入者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往往更倾向于教

育投资,教育投资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又进一步提高了个体人力资本存量和薪资待遇,这种双向因

果关系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要求相违背,在此情况下,普通的最小二乘法(OLS)教育系数将是真

实收益的向下偏差估计。为此,本文将采用工具变量法(IV),工具变量法的核心思想是在回归方

程中加入一个与因变量、随机误差项无关而和自变量有关的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一般通过两

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来实现,该模型可以表示为:

xes=ωαs+xus,s=1,……,S (4)

x
∧

es=rs(ωαs

∧
),s=1,……,S (5)

y=x
∧

eβe+xoβ+xuβu+e2SLS (6)

其中,xe,xo,xu 分 别 为 内 生 变 量、外 生 变 量 和 不 可 观 测 变 量,e 为 随 机 误 差 项,

ω= xo ω+[ ],ω+= ω+
1 ,……,ω+

s+[ ] 为工具变量。

考虑到户主年幼时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其身心不足对教育的影响,本文将户主年幼时父母最

高受教育程度(YP)、残疾变量(Disable)[38]作为工具变量。首先,户主年幼时父母最高受教育程

度(YP)可反映家庭因素对受教育程度的作用。人力资本存量偏低的家庭由于教育支付能力不

足会导致女子教育机会少,综合素质不高,缺乏足够的就业竞争力,造成收入偏低和生计动荡,形
成贫困恶性循环和代际传递。其次,残疾变量(Disable)可用以捕捉由于其自身能力不足对户主受教

育程度的影响。相比正常群体,残疾人更缺乏就业和教育机会,从而更有可能处于反复贫困状态:

Schooli=δ0+δ1YPi+δ2Disablei+δ3Agei+δ4Age2i +δ5Femalei

+δ6Childreni+δ7Rurali+ei (7)

  (二)非货币模型

教育对脱贫户生计的影响超出了货币性范畴,它增加了保障可持续生计所需的基本需求的

可能性(如健康、住房、饮用水、卫生及服务)[5],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脱贫户的行为决策也发生

了改变,从而降低了脱贫户再度贫困的可能性。本文通过构建两类非货币模型,分析教育通过非

货币渠道对生计稳定的影响。第一个假设检验教育是否对人们从事预防保健决策有积极的影

响。第二个假设检验是否拥有高等教育的户主为家庭提供了更好的卫生条件(如冲水厕所等)。

Pij=f(Ei,yi,Xi)i=1……N (8)

其中P是家庭i达到基本需求j的概率,E是家庭i的教育变量矢量,y是家庭i的人均收入,

X是户主i的特征向量。

基于不同教育水平于对户主提高生活条件的可能性,方程(9)—(11)包括疾病预防(Hlth-
PVTi)和卫生设施(Sanitation)的因变量。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估计。

HithPVTi=b0+b1Schooli+b2lnTHAIi+b3Agei+b4Femalei+b5Rurali+vli (9)

Sanitationi=c0+c1Schooli+c2lnTHAIi+c3Agei+c4Femalei+c5Rurali+v2i (10)

Sanitationi=d0+d1PRIMi+d2JHSi+d3SHSi+d4TERi+d5CEDUi+d6TRAi

+d7lnTHAIi+d8Agei+d9Femalei+d10Rurali+v3i (11)

  其中,HlthHPVT 代表家庭是否从事疾病预防活动,即购买商业医疗保险,Sanitation 捕捉

家庭是否选择更好的卫生设施(拥有冲水厕所)。InTHAI是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对数,School是

户主受教育年限,Age是户主的年龄,Female是代表女性户主的虚拟变量,Children 即家庭拥

有的15岁以下儿童数量,Rural为到中心城镇便捷程度较低家庭,PRIM 为具有初等教育的户主,

JHS为初中教育户主,SHS为高中教育户主,TER 为具有高等教育户主,CEDU 为高等职业教育户

主,TRA 为接受了就业指导与培训户主,V1i、V2i、V3i为随机误差项,i为户主,i=1,2,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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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预防和卫生设施因变量估算如下:

LHlthPVT
i =ln

PHlthPVT
i

1-PHlthPVT
i

é

ë
ê
ê

ù

û
ú
ú=ZHlthPVT

i    LSanitation
i =ln

PSanitation
i

1-PSanitation
i

é

ë
ê
ê

ù

û
ú
ú=ZSanitation (12)

  其 中,LHlthPVT 是 参 与 疾 病 预 防 的 可 能 性,LSanitation 代 表 家 庭 使 用 卫 生 设 施 的 可 能 性;

P/(1-P)为比值比;ln P/(1-P)[ ] 是 P/(1-P)的 自 然 对 数,P值 介 于0到1之 间,Z∈
(-¥,+¥),LogitL∈(-¥,+¥)。

四、数据来源及统计性描述

本文数据依托于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及中央高校基金项目于2016-2017年间在六盘山区、秦
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四川藏区、罗霄山

区在内的中国九大连片特困地区27个贫困区县134个行政村分三次进行的入户调查。本文访

谈对象聚焦于政府认定并登记在册的已退出建档立卡序列的脱贫户,所有数据均以面对面访谈

和问卷形式获取,访谈时间人均1.5小时,共收回有效问卷2660份。受访者中,男性占77.6%,
女性占22.4%。从年龄分布来看,30岁以下受访者占比为1.9%,31~40岁受访者占比4.2%,

41~50岁受访者占比39.2%,51~60岁受访者占比为24.0%,61~70年龄段受访者占比21%,

71岁以上受访者约占总人数的9.7%。变量描述及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及说明

变量 指标 指标定义及取值 obs Mean Std.Dev. Min Max

因
变
量

InTHAI 家庭人均总收入自然对数 2660 8.2960 0.3190 7.3130 9.7410
School 户主受教育年数 2660 5.6700 3.3620 0.0000 15.0000

HlthPVT
家庭成员是否均购买商业医疗保险

(是=1,否=0)
2660 0.2400 0.4250 0.0000 1.0000

Sanitation 家庭是否拥有卫生设施(是=1,否=0) 2660 0.4800 0.5000 0.0000 1.0000

自

变

量

Age 户主年龄 2660 54.8100 11.6190 21.0000 93.0000
Age2 户主年龄的平方 2660 3138.95001332.8020 441.00008649.0000
Female 户主是否为女性(是=1,否=0) 2660 0.0900 0.2920 0.0000 1.0000
Children 15岁以下儿童数 2660 0.6100 0.8140 0.0000 4.0000

Rural
家庭所在地距离中心城镇是否偏远

(是=1,否=0)
2660 0.2900 0.4560 0.0000 1.0000

PRIM 户主是否为小学教育程度(是=1,否=0) 2660 0.4300 0.4960 0.0000 1.0000
JHS 户主是否为初中教育程度(是=1,否=0) 2660 0.3100 0.4650 0.0000 1.0000
SHS 户主是否为高中教育程度(是=1,否=0) 2660 0.0500 0.2150 0.0000 1.0000
TER 户主是否为高等教育程度(是=1,否=0) 2660 0.0100 0.1130 0.0000 1.0000
CEDU 户主是否为高等职业教育水平(是=1,否=0) 2660 0.0600 0.2410 0.0000 1.0000
TRA 户主是否接受就业指导及培训(是=1,否=0) 2660 0.4600 0.4990 0.0000 1.0000

PY
年幼时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
(1=小学,2=初中,3=高中,
4=高职,5=大专及以上)

2660 2.6040 0.8150 1.0000 5.0000

Disable 户主是否残疾(是=1,否=0) 2660 0.2800 0.4520 0.0000 1.0000

五、实证分析

(一)教育对脱贫户可持续生计的货币效应

在使用工具变量前需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为此使用Stata14.0软件进行过度识别

检验,由于ScoreChi2(1)=0.01378小于P(P=0.9704),故接受原假设,认为(YP,Disable)外
生,与扰动项不相关。进而考察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在内生假设下,根据“弱工具变

量”的判定规则,若第一阶段F统计量>10,则不必担心若工具变量问题。如表2所示,本文F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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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为24.8379(超过10),且F统计量P值为0.000①。虽然2SLS是一致的,但是有偏的,故使

用2SLS会带来“显著性水平扭曲”(SizeDistortion),且该扭曲会随着弱工具变量而增大。若在

结构方程中对内生解释变量的显著性进行“名义显著水平”(NominalSize)为5%的 Wald检验,

假设可以接受“真实显著性水平”(TrueSize)不超过15%,则可以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因为最小特征值统计量为34.8773,大于对应的临界值11.59。综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存在弱

工具变量。
表2 弱工具变量检验

First-stageregressionsummarystatistics

Variable R-sq. AdjustedR-sq. PartialR-sq. RobustF Prob>F
School 0.3251 0.3094 0.1881 24.8379 0.0000

SheaspartialR-squared
Variable SheasPartialR-sq. SheasAdj.PartialR-sq.
School 0.1881 0.1720

Minimumeigenvaluestatistic=34.8773
CriticalValues #ofendogenousregressors:1
Ho:Instrumentsareweak #ofexcludedinstruments:2
2SLSrelativebias 5% 10% 20% 30%

(notavailable)

10% 15% 20% 25%
2SLSSizeofnominal5% Waldtest 19.93 11.59 8.75 7.25
LIMLSizeofnominal5% Waldtest 8.68 5.33 4.42 3.92

  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前提是存在内生解释变量,为此需进行 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Prob>Chi2=0.0498,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原假设,即认为

school为内生变量。由于传统的 Hausman检验在异方差情形下不成立,故进行异方差稳健的

DWH检验,检验结果P值为0.0489,(小于0.05),故可认为School为内生解释变量。最后进行

稳健的内生性检验,统计量为3.412,P值为0.0517,接近于 Wu-HausmanF检验结果,故可认为

通过稳健性检验。
表3 教育对收入的货币效应

变量
IV(方程2)

2SLS 标准差

OLS(方程7)

OLS 标准差

School 0.0351*** 0.0314
Age 0.0329** 0.0003 0.0322** 0.0328
Age2 -0.0003** 0.0001 -0.0018** 0.0008

Female -0.2264*** 0.0434 -1.2867*** 0.2179
Children -0.0110*** 0.0576 -2.1257* 0.1712
Rural -0.3884*** 0.0295 -1.1460** 0.1635
YP 5.5137*** 0.3388

Disable -2.1418*** 0.1689
Constant 8.1488*** 0.4436 15.3574*** 0.8234
R-Square 0.4472 0.3694
F-Statistic 133.8800*** 95.4500***

Observation 2660 2660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估计的2SLS货币模型结果显示了脱贫户收入与其教育之间的关系,如表3所示,脱贫户户

主的受教育年限(School)每增加1年,就可增加3.51%左右的家庭收入。年龄(Age)的增长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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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检验的原假设为工具变量(YP,Disable)在第一阶段回归中系数均为0。



庭收入提高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年龄平方(Age2)则表现为抑制作用,反映出年龄对家庭收

入影响的倒“U”形作用曲线,即在早期随着户主年龄增长,生计资本加速积累,有助于家庭收入

的提高和生计的改善,而后期年龄增长所引致的健康人力资本加速折旧,学习能力和对新事物的

接受能力逐步减弱,体现为就业竞争力的下降和思维观念陈旧,从而导致家庭整体收入的缩减。

与男性户主相比,女性户主(Female)自身客观条件和家庭原因导致在就业选择等方面存在一定

的劣势,不利于家庭整体收入的提高;考虑到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Children)并不具备劳动能

力,其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家庭抚养负担的加重和教育开销的增加,儿童数量每增加1个单位会使

得家庭人均收入降低1.1个百分点。外部环境对于家庭生计影响显著,偏远地区(Rural)基础性

保障缺失,产业发展滞后,不利的就业环境和发展条件对家庭收入的增加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方程(7)表明两个工具变量在常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年幼时的父母受教育程度(YP)和自

身残疾(Disable)是脱贫户受教育年限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子女受教育状况

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父母受教育程度每提高1个单位会使得子女教育年限提高5.5137,反映

出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其子女人力资本的优化积累能够产生直接推动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

了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此外,由于先天原因导致的自身能力缺陷(Disable)会使得这部分群体无

法拥有正常的学习机会,在就业选择时也面临较大的局限性,从而更有可能陷入反复贫困状态。
表4 教育水平的收入分位数回归

变量 q10 q25 q50 q75 q90

School
0.0340***

(0.0035)
0.0347***

(0.0024)
0.0355***

(0.0028)
0.0348***

(0.0022)
0.0344***

(0.0032)

Age
0.0494*

(0.0086)
0.0563**

(0.0063)
0.0337***

(0.0049)
0.0328***

(0.0061)
0.0240*

(0.0083)

Age2
-0.0004**

(0.0002)
-0.0003**

(0.0001)
-0.0002*

(0.0001)
-0.0002*

(0.0001)
-0.0001*

(0.0001)

Female
-0.3317***

(0.0616)
-0.2677***

(0.0450)
-0.2125***

(0.0410)
0.1093***

(0.0362)
0.1773***

(0.0457)

Children
-0.1204***

(0.0346)
-0.0990***

(0.0249)
-0.1343***

(0.0303)
-0.1138**

(0.0297)
-0.0100**

(0.0370)

Rural
-0.3983***

(0.0353)
-0.3811***

(0.0234)
-0.3612***

(0.0300)
-0.3895***

(0.0281)
-0.3782***

(0.0383)

Constant
7.0836***

(0.2054)
7.6491***

(0.1460)
8.1207***

(0.1348)
8.5592***

(0.1520)
9.2011***

(0.1921)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表4进一步使用综合教育水平的分位数回归来反映反映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本文主要选择

5个具有代表性的分位数,分别是0.10、0.25、0.50、0.75、0.90,分别对应精准脱贫家庭的最低收入

组、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最高收入组,旨在揭示教育对脱贫户收入增长的影响

效应。由表4可知,受教育程度(School)的系数在所有收入分组都显著为正,这说明所有收入层

级的脱贫户都受益于通过教育而获得的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提升脱贫户的收入水平,
从而增强其生计可持续性。具体而言,增加一年的教育可以使收入在10个分位点增加3.4%,第

25个分位点增加3.47%,第50个分位点增加3.55%,第75个分位点增加3.48%,第90个分位点

增加3.44%。年龄(Age)在所有收入层级显著为正,而年龄的平方(Age2)在五个收入组均具有

负向作用,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减,反映出年龄对所有脱贫户家庭的收入的影响系数服从较明显的

倒“U”形分布,但高收入组的生计资本优势可部分抵消由于老龄化引起的负面效应。女性户主

(Female)对家庭收入在所有收入分位点均体现为消极影响,即女性户主收入普遍低于男性户

主,且该收入差距在低收入组家庭更为明显,可理解为由于欠发达地区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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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在就业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这与调研区实际情况高度相符。15岁以下儿童数量(Chil-
dren)对家庭人均收入在所有收入层级均具有消极影响,说明未成年儿童数量的上升会显著拉低

脱贫户家庭人均收入,相比于其他组别,儿童数量提高对高收入组家庭的收入冲击最小,反映出

生计资本存量较低家庭对由儿童数量增长引致的负面作用更为敏感。对所有收入层级的脱贫户

而言,偏远地区(Rural)对收入水平的影响都是显著为负的,反映出偏远农村地区滞后的经济发

展水平和较高的贫困发生率对脱贫户收入的提高具有阻碍作用,且相比高收入组,偏远地区对于

低收入家庭的负面影响更大。
表5 教育水平的收入分位数回归

变量 q10 q25 q50 q75 q90

PRIM
0.1603*

(0.0872)
0.0357
(0.0583)

-0.0492
(0.0564)

-0.0301
(0.0537)

-0.0465
(0.0760)

JHS
0.2465***

(0.0857)
0.1412***

(0.0579)
0.0476
(0.0516)

0.0573
(0.0512)

0.0550
(0.0840)

SHS
0.3029***

(0.0866)
0.2265***

(0.0552)
0.2068**

(0.0547)
0.1894
(0.0502)

0.1569
(0.0733)

TER
0.4869**

(0.0800)
0.4212***

(0.0560)
0.4027***

(0.0554)
0.4694***

(0.4860)
0.4501***

(0.0735)

CEDU
0.3467***

(0.0862)
0.1363**

(0.0562)
0.1449**

(0.0522)
0.1661
(0.0541)

0.1669
(0.0725)

TRA
0.3919***

(0.0816)
0.3207***

(0.0547)
0.2345***

(0.0566)
0.2683***

(0.0505)
0.2710***

(0.0714)

Age
0.0500***

(0.0088)
0.0426***

(0.0073)
0.0416***

(0.0048)
0.0458***

(0.0059)
0.0375***

(0.0094)

Age2
-0.0005***

(0.0002)
-0.0004***

(0.0001)
-0.0003***

(0.0001)
-0.0003***

(0.0001)
-0.0001***

(0.0001)

Female
-0.3038***

(0.0716)
-0.2702***

(0.0441)
-0.02236***

(0.0370)
-0.1504***

(0.0412)
-0.2188***

(0.0503)

Children
-0.1258***

(0.0366)
-0.1067***

(0.0354)
-0.1575**

(0.0281)
-0.1005**

(0.0253)
-0.0741**

(0.0353)

Rural
-0.3850***

(0.0331)
-0.3387***

(0.0248)
-0.3245***

(0.0260)
-0.3272***

(0.0283)
-0.3579***

(0.0351)

Constant
7.1182***

(0.2218)
7.6615***

(0.1820)
8.1623***

(0.1286)
8.3859***

(0.1482)
8.9412***

(0.2167)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表5采用教育水平的分位数回归来进一步探究差异化教育对不同生计水平脱贫户收入的作

用。具体来看,小学教育(PRIM)仅对最低收入组具有促进作用,这可能与劳动力市场竞争日益

激烈有关。对于处在较低收入状态(q10,q25),生计资本积累不足的脱贫户而言,初中教育

(JHS)能够有效提高提升其就业竞争力,从而有助于提高收入水平,并改善该部分群体生计状

况。而高中教育(SHS)和高等职业教育(CEDU)在第10分位点、第25分位点、第50分位点显

著为正,且对收入增长贡献率分别为30.29%、22.65%、20.68%和34.67%、13.63%、14.49%,反映

出高中教育和高职教育对中等收入及以下的脱贫户家庭的增收作用明显。高等教育(TER)的弹

性系数在个分位点处均显著为正,高等教育所带动的人力资本快速积累,对所有收入层级脱贫户

的收入增长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第10、25、50、75、90分位点收入的影响程度分别为

48.69%、42.12%、40.27%、46.94%、45.01%。就业指导和培训(TRA)有益于所有家庭的收入增

长,针对不同收入组而言,就业培训的增收效应表现为低收入组明显高于高收入组,究其原因,对
于长期处于相对低收入状态、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的脱贫户而言,对口的就业培训可以在较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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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人力资本并获得就业机会,从而更快地提高收入,而对于高收入组家庭而言,其生计资本的

流动性约束较小,在进行生计决策时拥有更广的选择面,因而其增收效应相对较低。
(二)教育对可持续生计的非货币效应

可持续生计不仅依赖于收入的持续增长,更体现在生计风险的防控[39]。购买商业医疗保险

等风险防范活动可以显著降低生计脆弱性,从而有助于增强生计可持续性。表6反映了脱贫户

家庭购买商业医疗保险(HlthPVT)的影响因素,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对购买医疗保险具有显

著的积极影响,边际效应表明,教育使得脱贫户家庭健康预防活动的可能性提升3.87%。其次,
购买医疗保险行为与家庭整体收入(lnTHAI)显著相关,收入对进行健康预防活动的贡献为

13.12%,收入的提高使得脱贫户从事风险预防活动的倾向性显著增加。10.42%的消极边际效应

表明,相比地理位置较好家庭,偏远地区脱贫户从事疾病防控倾向性更低,反映出欠发达地区的

脱贫户生计脆弱性更高,一旦遭遇疾病风险冲击,很有可能再度陷入贫困陷阱。此外,由于女性

户主对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更为关注和敏感,并甚少沾染社会恶习(赌博、吸毒、酗酒等),女性

(Female)对家庭健康预防活动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家庭生计的稳定。一般而言,随着年龄的

增长,疾病风险逐年增加,人们对于健康和保险意识逐渐增强,因此年龄(Age)对于购买商业医

疗保险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其贡献率为0.1%。
表6 教育与疾病预防的回归结果

变量 Coefficient Standarderror Marginaleffect

School 0.0302*** 0.0008 0.0387
InTHAI 1.0136*** 0.0584 0.1312

Age 0.0081*** 0.0033 0.0010
Female 0.1018* 0.1223 0.0127
Rural -0.7808*** 0.0814 -0.1042
Constant -8.5208*** 0.6205 -
No.ofobs 2660
LRx2(5) 657.8100***

Loglikelihood -2138.5455
McFaddenR2 0.1373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卫生设施所代表的基本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健康人力资本的存量。表7表明

了拥有较好卫生设施(Sanitation)的影响因素。所有阶段教育均能显著提高脱贫户卫生设施的

偏好程度,受过高等教育的脱贫户的边际效应对于使用卫生设施的贡献最大,为12.1%,就业培

训(TRA)和高等职业教育(CEDU)次之,其边际效应为6.32%和6.17%,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对

家庭卫生设施的贡献率依次递减,分别为高中教育(5.81%)、初中教育(5.12%)、小学教育

(3.73%)。由此可见,中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是使得脱贫户选择更好的卫生设施的重要决定因

素,反映出 教 育 水 平 对 于 改 变 脱 贫 户 健 康 行 为 和 决 策 的 重 要 意 义。此 外,家 庭 整 体 收 入

(lnTHAI)能够显著增加脱贫户选择卫生设施的可能性,其边际效应为6.52%。随着人力资本

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年龄较大的户主更倾向于健康的生活方式以规避潜在的疾病风险,年龄

(Age)对于选择更好卫生设施的影响是积极的,其贡献率为0.01%。2.11%的边际效应表明,与
男性户主相比,女性户主(Female)更有可能选择较好的卫生设施,营造健康的生活环境,以降低

潜在的生计风险。由于农村偏远地区住房条件和基础设施简陋,公共服务建设发展滞后,不利的

外部环境对脱贫户家庭在卫生设施选择具有十分显著的抑制作用,33.16%的消极边际效应表明

偏远地区脱贫户家庭卫生设施水平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健康人力资本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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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教育与拥有卫生设施的回归结果

变量
Eq.(10)

Coefficient StandarderrorMarginaleffect
Eq.(11)

Coefficient Standarderror Marginaleffect
PRIM 0.4858** 0.1944 0.0373
JHS 0.6626*** 0.1892 0.0512
SHS 0.7038*** 0.1937 0.0581
TER 1.4054*** 0.1916 0.1210
CEDU 0.7499** 0.1878 0.0617
TRA 0.7820*** 0.1905 0.0632
School 0.0755*** 0.0008 0.0062 - - -

lnTHAI 0.7613*** 0.0687 0.0646 0.7607*** 0.0630 0.0652
Age 0.0106*** 0.0033 0.0009 0.0125*** 0.0029 0.0010

Female 0.2656* 0.1279 0.0213 0.2522* 0.1315 0.0211
Rural -3.0351 0.1189 -0.3391 -2.9772*** 0.1186 -0.3316

Constant -5.5103*** 0.6537 -5.6598*** 0.6672
No.ofobs 2660 2660
LRx2(5) 1814.7000*** 1827.4000***

Loglikelihood -1695.7620 -1681.9480
McFaddenR2 0.3646 0.3708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六、结论与政策蕴含

本文在以脱贫户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和逻辑回归,从拓展生计来

源和降低生计风险两方面探讨了教育水平对于保障脱贫户可持续性生计的货币效应和非货币效

应,研究表明:(1)教育对所有收入层级脱贫户家庭增收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其中,高等教育和

就业指导培训对所有收入水平的脱贫户家庭的收入增长均展现出强劲的推动力,而小学教育、初
中教育、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则更有助于中低收入水平的脱贫户家庭的增收。(2)受教育程度、
家庭收入、女性户主以及年龄均可使得脱贫户从事风险预防活动和使用卫生设施的倾向性显著

增加,从而有利于改善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提高抵御疾病风险冲击能力,减少生计脆弱性,保障生

计持续稳定,反映出教育水平提升对于改变脱贫户健康行为和决策的重要意义。(3)精准脱贫家

庭女性户主、家庭未成年成员数、区位劣势均会对家庭整体生计水平产生负面影响,而户主年龄

对于家庭生计的作用呈现倒“U”形,老龄化所引致的负面影响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改善。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其一,重视就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对维持生计稳定的积极作用。随着困难群众由贫困人口向

非贫困人口的角色转变,其家庭生计资本存量和实际生计需求已然发生变化,这需要政府及时做

出调整,积极引导脱贫户实现可持续生计。具体而言,政府应根据脱贫户个体特征、个人意愿和

家庭可用生计资本的存量差异,结合当地特色龙头产业、专业合作社和东西协作帮扶项目,有针

对性开展就业培训、继续教育和技术指导,避免“政策主义”所导致的培训宽泛性和模糊性,切实

提高脱贫户人力资本存量,提升脱贫户就业适应性,降低就业成本和失业风险,从而实现脱贫增

收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其二,推动职业教育由全覆盖向全精准发展。作为脱贫户可获得性最高的民生教育,职业教

育赋予了低收入群体谋生的技能和依靠自身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可能性,能够形成人力资本的快

速积累,直接带动收入水平的提升。欠发达地区应切实提高职业学校教学质量,优化职业教育资

源配置,扩大职业教育规模,开展“技能定向扶贫”模式,充分结合区域产业发展和脱贫群众需要,
将欠发达地区脱贫户教育培训与就业、创业紧密结合,做到“精准招生、精准培养、精准资助、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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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助力低收入群众拥有一技之长,使其能够依靠自身能够好就业、就好业,实现稳定持续

脱贫。

其三,健全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途径。欠发达地

区脱贫户自我发展能力和教育支付能力十分有限,寄希望于脱贫户通过自主教育投资提高受教

育程度进而全面改善自身及子女的生计状态是不现实的。因此,政府应高度重视低收入脱贫户

女子的教育问题,在公共服务方面加大对脱贫户的扶持力度,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避免

教育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提升欠发达地区初中教育、高中教育供给能力和普及程度,对脱贫户

家庭实施高校招生倾斜政策,从源头斩断低人力资本代际传递。

其四,应加强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家庭卫生条件和居住环境,培养健康的生活方

式和风险防控意识,助推欠发达地区保险制度全面推开,发挥好普惠保险的“减震器”功能,积极

对接脱贫户多元化的保险需求,防范外部风险冲击,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以保障其生计的稳

定性和持续性,巩固脱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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